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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 

——基于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的调节作用分析 

李立朋 李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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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农药污染严重威胁产地环境与食品安全,关注农户施药量选择有利于促进农户农药减量化及农业绿

色发展。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安徽四省重点茶区实地调查数据建立 Ordered Probit 模型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

递研究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及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的调节作用。考虑到农药效用认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

题,还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了 Eextended Ordered Probit估计。结果表明:(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

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2)外部技术获得中,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促进农户减

少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3)经验资本中,病虫害防治记录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种植年限显著促进农户增加

施药量,但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因此,政府应通过村庄科技示范户培育将邻里信息传递机制“化弊为利”,带动其他

农户减少施药量;同时,辅之以必要的技术培训、专项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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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滥用及高残留造成的农药污染以“插花型”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危及产地环境与食品安全。已有的农户施药行为成果

侧重于成本收益、农户认知等个体决策视角,较少关注农户间相互影响[1～3]。Manski[4]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各种决策不可

避免地受他人影响;有学者将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称之为邻里效应[5],并以群体行为为自变量、个体行为为因变量验证邻里效

应是否存在。但是,考虑环境因素导致邻里效应被高估及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互为因果等问题,基于邻里信息传递视角分析农户

间相互影响能更好的验证邻里效应存在
[6,7]

。 

农户施药量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选择,可能会受邻里施药信息传递的影响而存在邻里效应,这是因为:村庄是一个血缘、亲

缘、地缘关系交织的熟人社会,邻里信息传递的路径短、效率高等特点使其成为农户常规信息来源[8],连片种植同一种作物的农户

施药行为不可避免要受到村庄其他成员施药经验或知识影响;农户基于收益考虑会学习、模仿收入比自己高的农户施药行为[9,10]。

需要强调的是,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对农户施药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着农

户施药量选择,另一方面也能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11,12]。 

已有成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待完善:(1)缺乏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视角考察农户施药量选择“邻

里效应”的实证成果;(2)较少有研究关注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鉴

于此,本文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安徽四省重点茶区 802份农户调查数据建立 Ordered Probit模型,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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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研究农户施药量选择的邻里效应及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促进农户农药减量化及农业绿色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个体普遍具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但经济理性假设下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并非人们实际行为的指南。这是因为,一

方面,人是经验的产物,总会按照经验去“循规蹈矩”或判断新生事物是否可信,以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另一方面,人是关系的

产物,长期交往的信任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强关系(邻里等)的同质信息,而在弱关系(企业、政府等)作用下人们能够获得所需的

异质信息[13,14]。因而,在农户施药量选择研究中,依附于两种关系的技术信息及农户自身经验的影响不容忽视。 

1.1.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 

个体在体验、知识上存有差异是信息传递的基础,具有不同知识或技能的人会交流信息、学习技能
[15]
。村庄中,农户间保持

着一种相对纯朴且密切的人际交往关系,彼此的信息共享加快了技术信息扩散速度、降低了技术交易成本[16]。Ally等对澳大利亚

东北部地区的肉牛产业研究发现,农场主间信息与知识共享活动非常活跃,他们分享的信息与知识集中于工具性知识和日常交流

两个领域[17]。Canadian Prairies 的研究显示,加拿大农民能够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渠道包括观察、相互沟通、社交渠道交流

等[18]。刘亚等[19]认为很少有农户在农业技术应用的早期愿意承担风险、先行采用,但一旦得到认可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

示范,就能迅速带动更多农户学习和接受新技术。因此,在村庄群居特征下,农户施药量选择很容易受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影响,这

种影响可能来自于农户模仿其他农户生产行为的间接信息传递,也可能来自于农户“面对面”交流的直接信息传递
[20]
。但是,邻

里施药信息传递并不能保证农户施药量选择的科学合理。这是因为邻里交流获得的技术信息属于非完美信息,且这些信息本质上

与农户私人信息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再加上农户显著的风险规避偏好,其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情境下可能倾向于采取多保险的施

药行动:农户不仅采用自己常规方式防治病虫害,而且还依照其他邻里的方式重复施药、混合施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对农户施药量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 

1.1.2外部技术获得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农户知识欠缺是普遍现象,因而其在病虫害等侵袭时很难对症下药
[21]
。政府、企业提供的施药技术支持是农业专家系统的重

要构成,承担着农业知识和先进技术扩散的职责,其提供的施药技术能够使农户了解更多农药施用规范及科学施药知识,优化农

户施药行为[22]。相关实证成果也已证实,外部技术获得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及采纳程度亦有显著正向影响[23];农药技术

培训对农户过量施用施药有负向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农户施药次数,农户每获得 1 个单位培训其标准化生产的概率是原来的 3.97

倍[24,25]。但需强调的是,外部技术获得在增强农户科学合理施药能力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户施药信息来源渠道,使农

户间信息传递的相互影响趋向平淡和疏远[26],削弱了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对农户施药量选择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企业施药

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两个维度表征外部技术获得并提出以下假设: 

H2a:企业施药技术获得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之间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H2b:政府施药技术获得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之间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1.1.3经验资本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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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资本是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依靠,特别是在非完美信息或过度自信人格情境下,个体行为决策对经验资本的依赖更加显

著。对农户而言,经验资本代表农业生产经验,农户会依赖经验资本进行施药。这种依赖,一方面可能导致农民沿袭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贻误病虫害最佳防治期,促使农户进一步增施农药以挽回损失,从而使得农药用量与经济意义上的最优用量相背离;另一方

面,农业生产经验越丰富,农户越能更好地把握农药用量,同时,长期耕种土地的农民对土地情感更深厚,他们可能不希望土地质

量、产地环境质量因过量施药而下降[27,28]。与此同时,在村庄共同知识和价值观体系下,经验资本还使得农户具有衡量、判断其他

农户知识与经验科学性的能力。已有研究提出,农户间群体性互动与学习行为是符合农户目标与性质的必然选择,而群体学习受

经验资本影响[29],进而作用于农户施药量选择。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经验资本越丰富农户技术水平越高,越缺乏主动学习邻里技

术或经验的积极性;经验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对邻里施药信息的判别能力与接受程度。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病虫害防治记

录与种植年限两个维度表征经验资本并提出以下假设: 

H3a:病虫害防治记录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H3b:种植年限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理论框架: 

 

图 1理论框架 

1.2研究设计 

1.2.1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 2018年 7～9月课题组在陕西省、四川省、浙江省、安徽省重点茶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具体调研区域包括富硒茶产

区紫阳县、万源县、仙毫产区西乡县和南郑区、七佛贡茶产区青川县、龙顶茶产区开化县、猴魁茶产区黄山区、祁门红茶产区

祁门县。以县为基础,课题组随机选择 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个行政村并在村庄内随机选取 10～20个农户。调研以问卷

调查为主并结合访谈形式进行,将家庭调查对象设定为 18岁以上的具有完全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农业生产者,主要获取了农户

施药情况、农药效应认知、技术获取、户主特征、家庭基本情况等相关信息。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802 份。调研区

域及样本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2报告了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户主男性占比 95.14%,户主年龄 45岁及以上占比 88.90%,只有 9.48%的农户接受过高中及

以上水平的教育。家庭规模在 3 人以上农户占比为 60.10%,家庭种植时间在 10 年以上农户占比为 83.17%,未参与合作社农户占

比为 87.78。家庭收入在 1万及以下的农户占比为 7.11%,1万至 5万的农户占比 43.39%,5万以上的农户 49.50%。茶叶收入占比

在 10%及以下的农户 37.53%,在 10%～30%的农户有 30.05%,在 30至 50%的农户有 15.96%,在 50%以上的农户有 16.46%。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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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分布比较均衡,且与现阶段农户的一般特征相符,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调研区域及样本分布 

省 陕西 四川 浙江 安徽 

县 紫阳县 西乡县 南郑区 万源市 青川县 开化县 黄山区 祁门县 

样本数 99 89 94 105 97 125 102 91 

占比(%) 12.34 11.10 11.72 13.09 12.09 15.59 12.72 11.35 

 

表 2样本农户特征 

特征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特征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户主性别 

男 763 95.14 

家庭种植时间 

10年及以下 135 16.83 

女 39 4.86 10～20年 199 24.82 

户主年龄 

45岁及以下 89 11.10 20年以上 468 58.35 

45～60岁 280 34.89 

合作社参与 

未参与 704 87.78 

60岁以上 433 54.01 参与 98 12.22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84 60.35 

家庭收入 

1万及以下 57 7.11 

初中 242 30.17 1～5万 348 43.39 

高中及以上 76 9.48 5万以上 397 49.50 

家庭规模 

3人及以下 320 39.90 

茶叶收入占比 

10%及以下 301 37.53 

3人以上 482 60.10 10%～30% 241 30.05 

茶园规模 

0.33公顷及以下 528 65.84 30%～50% 128 15.96 

0.33公顷以上 274 34.16 50%以上 132 16.46 

 

1.2.2变量选择 

(1)因变量。 

由于农户施药量选择实际中难以直接观测,在借鉴相关成果基础上采用亩均施用量、年施药频次等相关指标衡量农户施药量

变化,并最终将农户施药量选择划分为减少、不变、增加 3 个层次。在实际调查中,调查员首先询问农户施药种类、施药频次等

相关问题,而后确定农户施药量相较于上一年度是减少(记为“1”)、不变(记为“2”)还是增加(记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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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反映农户间施药信息交流情况。依据农户学习方式,本研究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既包含农户模仿其他农户行

为的间接信息传递,也包含农户面对面交流的直接信息传递,能够较为全面度量邻里施药信息传递的真实影响。在实际调研过程

中,调查员询问农户“是否依赖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并将其对邻里施药信息传递的依赖度评价归为依赖于邻里施药信息(记

为“1”)、不依赖于邻里施药信息(记为“0”)2类。 

(3)调节变量。 

外部技术获得反映农户施药技术信息外部获取情况。企业、政府是农户施药技术获取重要来源,有助于提升农户施药技术应

用能力与判别能力,本文构造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有记为“1”,无记为“0”)、政府施药技术获得(有记为“1”,无记为“0”)表

征外部技术获得,以验证其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经验资本既代表农户农业生产经验,也能反

映农户对邻里信息的判别能力,本文构造有条理的病虫害防治记录(有记为“1”,无记为“0”)与无条理的种植年限(年)表征经

验资本,以验证其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 

(4)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药效应认知等会影响农户施药决策。因而选取用设计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药效应认知等变量

来表征和控制其影响,以保证模型回归效果。 

上述各变量的具体含义、赋值情况、均值等如表 3所示。 

1.2.3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施药量选择由低至高分为减少、不变、增加,属于有序多分类响应变量。本文采用近年来应用较广泛的 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首先定义一个潜变量 Y*: 

 

式中:Y*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X为解释变量;α为回归系数;ε为扰动项服从 N(0,1)。 

 

式中:Y是可观测的因变量;c1、c2、c3表示切点;且 c1<c2<c3。可以得到如下 Ordered 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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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变量含义及描述统计 

变量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施药量选择 减少=1;不变=2;增加=3 2.114 0.786 1 3 

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依赖于邻里施药信息=1;不依赖于邻里施药信息=0 0.273 0.446 0 1 

调节变量 
     

外部技术获得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有=1;无=0 0.360 0.480 0 1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有=1;无=0 0.451 0.498 0 1 

经验资本 

病虫害防治记录 有=1;无=0 0.742 0.438 0 1 

种植年限 截止 2017年种茶时间(年) 25.450 12.581 1 58 

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户主性别 男=1;女=0 0.951 0.215 0 1 

户主年龄 实际年龄(岁) 58.333 10.223 32 85 

户主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6.075 3.502 0 16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人) 4.122 1.710 1 12 

茶园面积 (亩) 5.768 5.710 0.3 55 

农药选配主体 自己=1;其他=0 0.653 0.476 0 1 

茶叶收入占比 茶叶收入/总收入 0.259 0.252 0 1 

农药效应认知 农药效应认知得分 农药效应认知高农户=1;农药效应认知低农户=0 0.542 0.499 0 1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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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tata15.0进行回归,模型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具体结果见表 4、表 5。 

表 4 Ordered probit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0.319***(0.094)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0.306(0.196) -0.310(0.195) 

户主年龄 0.085(0.253) 0.126(0.255) 

户主文化程度 0.016(0.013) 0.017(0.013) 

家庭规模 0.016(0.025) 0.016(0.025) 

茶园规模 -0.040(0.055) -0.036(0.056) 

农药选配主体 0.306***(0.087) 0.292***(0.087) 

茶叶收入占比 -0.178(0.180) -0.170(0.180) 

农药效应认知 -0.433***(0.085) -0.432***(0.085) 

县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chi2 95.00 105.11 

Prob 0.000 0.000 

 

2.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对农户施药量选择的影响 

核心变量。表 4 中,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在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

假设 H1a得到验证。农户具有风险规避偏好,通常追求农药效果的“短平快”,相互模仿、相互学习、相互依赖的生产习惯使得农

户在其他村民影响下容易出现重复用药、混合用药等问题,导致施药量增加。 

控制变量。表 4 中,农药选配主体在 1%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在缺乏外部指导的情况下,农户自身作为农药选

配主体容易被用药惯性影响,倾向于选择多重保险,致使施药量增加。农药效应认知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减少施药

量。农药效应认知得分越高,说明农户对与农药的外部效应认知更加的科学合理,促使农户减少施药量。 

2.2调节效应结果与分析 

在前述模型 1、模型 2 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病虫害防治记录、种植年限在邻里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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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将核心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引入,如表 4中模型 3、模型 5、模型 7、模

型 9;随后将核心变量、调节变量、交互项、控制变量引入,如表 4 中模型 4、模型 6、模型 8、模型 10;最后,将核心变量、所有

的调节变量、控制变量引入构建模型 11,将核心变量、所有的调节变量与交互项、控制变量引入,构建模型 12。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模型 3 中,企业施药技术获得在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以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的形

式将科学施药技术传递给农户,显著提升了农户技术素养,显著减少农户施药量。模型 4中,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企业施药技术获

得的交互项不显著,意味着企业施药技术获得不能调节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关系。假设 H2a未得到验证。 

表 5 Ordered probit模型调节作用结果 

变量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病虫害防治记录 种植年限 总调节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系数 

(标准

误) 

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0.314

***
 

(0.092) 

0.313
***
 

(0.092) 

0.347
***
 

(0.093) 

0.352
***
 

(0.093) 

0.213
**
 

(0.099) 

0174
*
 

(0.101) 

0.318
***
 

(0.092) 

0.318
**
 

(0.092) 

0.416
**
 

(0.167) 

0.351
**
 

(0.172) 

调节变量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0.214** 

(0.087) 

-0.214** 

(0.087)       

-0.372*** 

(0.145) 

-0.372** 

(0.146)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0.211** 

(0.084) 

-0.212** 

(-0.084)     

-0.393*** 

(0.142) 

-0.393*** 

(0.142) 

病虫害防治记录 
    

-0.313*** 

(0.108) 

-0.254** 

(0.113)   

-0.527*** 

(0.183) 

-0.449** 

(0.192) 

种植年限 
      

0.130** 

(0.065) 

0.131** 

(0.065) 

0.214* 

(0.110) 

0.206* 

(0.110) 

交互项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0.060 

(0.193)        

-0.085 

(0.324)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0.078 

(0.187)      

-0.134 

(0.319)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病虫害防治记录      

-0.375* 

(0.211)    

-0.633* 

(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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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种植年限        

-0.069 

(0.124)  

-0.266 

(0.210)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Waldchi2 114.85 114.95 115.13 115.30 117.26 120.41 112.84 113.13 133.97 138.38 

Prob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模型 5 中,政府施药技术获得在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政府在农药管理中居于关键地位,通过将先进技术嵌

入农户原生技术体系可以实现农户施药技术的转型升级,显著减少农户施药量。模型 6 中,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政府施药技术获

得的交互相不显著,意味着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不能调节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 H2b未得到验

证。 

模型 7中,病虫害防治记录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农户通过有条理的病虫害防治记录对农药配施及病

虫害有更理性、更科学的认知,可以准确掌握用药尺度,减少不必要施药。模型 8中,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病虫害防治记录的在 10%

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病虫害防治记录能负向调节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关系。假设 H3a得到验证。 

模型 9 中,种植年限在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一方面,种植年限越长,茶园本身抗病虫害能力变弱,迫使农户

增加施药量;另一方面,种植年限长,农户在化学技术普及过程中形成的生产观念、模式使得其对农药高度依赖。模型 10中,邻里

施药信息传递与种植年限的交互项不显著,意味着种植年限不能调节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的关系。假设 H3b

未得到验证。 

模型 11中,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病虫害防治记录对农户施药量选择均有显著影响;

但在模型 12中,其交互项均不显著。 

由上述模型结果可知,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种植年限虽对农户施药量选择有负向作用,但都无法调节邻

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1)农户对邻里信任程度较高,邻里信息传递被农户视为一种常见且有效

的信息渠道,外部技术获得虽更具有科学性并影响农户施药知识储备,但很难改变农户对邻里施药信息根深蒂固的信赖与依

赖;(2)病虫害防治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邻里共担风险心理机制使得农户施药量选择偏好于学习其他农户,从而减轻了农户因失败

产生的恐惧和压力。因此,农户施药量选择表现出强烈的邻里效应。 

2.3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回归中,农药效应认知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其原因在于:(1)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虽然控制了

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县级虚拟变量等变量,但仍可能会遗漏一些与农药效应认知相关又影响农户施药量选择的变量。(2)农药

效应认知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问题,这是因为农药效应认知代表着农户对农药效应的把握程度,其科学性

深刻影响着农户对农药施药量选择;而与此同时,农户施药量选择所取得的结果也反作用于农药效用认知。已有文献解决内生性

问题大多使用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需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但与未观察到的农户特征不相关。本文选用“茶园是否处在高海拔地

区”作为农药效应认知的工具变量,该变量采用定位工具采集获得。茶园地势是天然形成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外生性;而茶园是否

处在高海拔地区对农药效应认知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相较于低海拔地区,高海拔地区的茶园受到的病虫害冲击更小,其脆弱

的环境也让农户更加友好的施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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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生变量农药效应认知是离散变量,但 Iv-Oprobit程序不能处理内生解释变量是离散型数据的情形,因而引入扩展回归

模型的 Extended Ordered Probit子块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表 7所示。结果表明:(1)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提高,方程间残差项相

关性的 p 值显著,因而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农药效应认知确实是内生变量;(2)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

府施药技术获得、病虫害防治记录、种植年限及其交互项的显著性、方向及大小与 Ordered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

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政府施药技术获得、病虫害防治记录、种植年限对农户施药量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且后 4个变量在邻里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并未发挥调节作用。 

表 6 Extended ordered probit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3 模型 14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0.307***(0.087)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0.313*(0.187) -0.317*(0.187) 

户主年龄 0.110(0.235) 0.150(0.236) 

户主文化程度 0.016(0.012) 0.018(0.012) 

家庭规模 0.013(0.024) 0.012(0.024) 

茶园规模 -0.046(0.054) -0.041(0.055) 

农药选配主体 0.299***(0.081) 0.284***(0.082) 

茶叶收入占比 -0.172(0.181) -0.168(0.181) 

农药效应认知 -1.011***(0.158) -1.010***(0.087) 

县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Corr(e.农药效应认知,e.施药量选择) 0.000 0.000 

Waldchi2 132.82 149.00 

Prob 0.000 0.000 

 

表 7 Extended ordered probit模型调节作用结果 

变量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病虫害防治记录 种植年限 总调节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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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标准

误) 

核心变量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0.305*** 

(0.088) 

0.304*** 

(0.087) 

0.334*** 

(0.089) 

0.338*** 

(0.089) 

0.202** 

(0.093) 

0172* 

(0.096) 

0.305*** 

(0.087) 

0.304** 

(0.087) 

0.224** 

(0.095) 

0.190* 

(0.098) 

调节变量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0.181** 

(0.083) 

-0.182** 

(0.083)       

-0.185** 

(0.084) 

-0.186** 

(0.084)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0.188** 

(0.080) 

-0.188** 

(-0.080)     

-0.203** 

(0.081) 

-0.204** 

(0.081) 

病虫害防治记录 
    

-0.307*** 

(0.103) 

-0.260** 

(0.107)   

-0.320*** 

(0.104) 

-0.285*** 

(0.109) 

种植年限 
      

0.132** 

(0.061) 

0.134** 

(0.061) 

0.120* 

(0.062) 

0.120* 

(0.062) 

交互项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0.082 

(0.184)        

-0.049 

(0.186)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政府施药技术获得    

-0.090 

(0.177)      

-0.058 

(0.182)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病虫害防治记录      

-0.303 

(0.202)    

-0.293 

(0.205) 

邻里施药信息传递*

种植年限        

-0.090 

(0.116)  

-0.162 

(0.119)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Corr(e.农药效应认

知,e.施药量选择)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Waldchi2 152.12 152.57 153.45 153.78 161.03 161.31 156.57 158.08 174.78 178.45 

Prob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现有农户施药行为研究多从成本收益、技术认知等个体特征切入。但在现实情境中,村庄内各种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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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种植同一种作物、使用同一种技术农户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十分频繁,且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农户施药量受到村庄其他农户施

药经验或知识的影响从而存在邻里效应。有学者从社会网络视角关注邻里、政府、企业等主体对农户施药选择的影响,但经过因

子分析后的社会网络因子未能单列出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对农户施药选择的影响。本文基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视角研究农户施药

量选择的邻里效应及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效用,可以进一步厘清农户施药量选择的决策机制,为农户农药减量

化及农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基础与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

中存在邻里效应;外部技术获得中,政府施药技术获得、企业施药技术获得显著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农户施药量选择有负向作用,

但其对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经验资本中,病虫害防治记录显著促进农户则减少施药量,种植年

限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但其对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受限于截面数据,无法有效控制经验资本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外部技术获得内在联系,即研

究很难排除农户在外部技术获得、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中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未来可考虑通过样本追溯获取面板数据来解决。对

于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外部技术获取、经验资本的度量不够系统,未来有必要建立各变量的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其水平及对农户施

药量选择的影响。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结论 

(1)邻里施药信息传递在 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说明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 

(2)外部技术获得中,企业施药技术获得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政府施药技术获得在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

户减少施药量,但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均未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3)经验资本中,病虫害防治记录在 1%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减少施药量,种植年限在 5%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农户增加施药量,

但在邻里施药信息传递与农户施药量选择之间均未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4.2政策建议 

在考虑外部技术获得、经验资本等特征基础上农户施药量选择中存在邻里效应。因此,要促进农户减量化施药,政府需要在

以下 3个方面制定具体政策措施。 

(1)政府应利用邻里信息传递机制,以村庄规模、布局为依据选择一定比例的病虫害防治科技示范户,以示范户科学施药技术

培训为基础,采取补贴、荣誉等激励手段激励示范户辐射带动邻里减少施药量。 

(2)政府应在完善基层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加大技术投入基础上,通过制定激励政策、构建技术交流平台鼓励企业、高校、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等与农户结成技术帮扶小组,按农时向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技术服务。 

(3)采取实物补助、推介等方式引导农户做好病虫害防治记录,启动老茶园升级改造工程、老茶农重点培训工程等工程,促使

农户减少施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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